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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殖民擴張與印度海外移民

唐　 姍　 賈海濤

［提　 要］ 　 歷史上，英國海外日不落帝國的建立及其統治的維持，印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英國

人對印度的征服不但獲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完成了工業化的資本積累，而且獲得了一個巨大的人

力資源庫以推動其殖民擴張。 目前海外印度人總數已經突破三千萬，是僅次於海外華人的第二大

移民群體。 這一巨大規模的移民群體及其海外分布，與英國對印度的征服及其對印度的人力借用

與輸出分不開。 英國殖民統治者通過徵兵、招募服務人員、流放罪犯和契約勞工，將印度的人力調

配和投放到其他殖民地，為其海外擴張和掠奪服務。 伴隨著這一擴張，也有大批印度商人隨之前

往。 這些印度移民奠定了今日海外印度人世界的基本版圖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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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部官網數據顯示，目前海外印度人總數已經突破三千萬，是僅次於海外華人的第二大

移民群體。①這一巨大規模的移民群體及其海外分布，與英國對印度的征服及其對印度的人力借用

與輸出分不開。 印度人大規模的海外移民現象，自 1947 年印度獨立之後，與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相

比，大不相同。 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印度人的海外移民與英國的海外擴張和殖民帝國的維持密切

相關，構成了目前海外印度人大致的全球分布（只有美國的情況較為例外）。 英國殖民統治者通過

徵兵、招募服務人員、流放罪犯和契約勞工，將印度的人力調配和投放到其他殖民地，為其海外擴張

和掠奪服務。 這是一種大規模的組織行為，也是一種擴張行為（並非印度人的擴張）。 當然，伴隨

著這一擴張，也有大批印度商人隨之前往。 這些印度移民奠定了今日海外印度人世界的基本版圖

和結構。 因此，從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及其人力借用的角度研究海外印度移民現象，是理解海外

印度移民世界的一把鑰匙，也是一個必要的基礎。

一、印度及其海外移民在英國殖民體系中的地位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遷徙史，也是一部移民史，全球範圍的移民歷史自古

就有，起始於史前時代，從來不曾停歇。 然而，地理大發現才真正引發了全球性人口流動或移民的

高峰。 這波殖民狂潮是歐洲人掀起的，與歐洲人的殖民擴張與掠奪同步進行。 地理大發現之後，由
歐洲人發起的殖民擴張經歷了兩次狂潮。 第一次殖民擴張的狂潮為 15 世紀末葉至 18 世紀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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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意大利人、英格蘭人以及法國人。 第二次殖民狂潮以 1870 年德

國的崛起為標誌，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終止。 歐洲人的殖民擴張及移民狂潮規模巨大，
席捲了整個世界。②

從詞源上來說，殖民地（colony）一詞最早出自拉丁語，特指古羅馬人在海外為羅馬帝國所開拓

的定居點。③實際上，殖民本初的含義就有移民之意。 歐洲人殖民擴張的過程，其實就是他們向全

世界移民的過程，歐洲侵略者或殖民統治者本身就是移民。 在殖民擴張時期，對於歐洲人來說，殖
民和移民是同義語，非歐洲人的移民也是附屬於其移民活動中的，或者說是為其殖民統治或殖民征

服服務的。 在歐洲人長達四百多年的殖民擴張和殖民統治過程中，全球的移民行動主要是由歐洲

人啟動和主導的。 他們販賣黑奴到其美洲殖民地；還曾以“賣豬仔”的方式向其全球的殖民地輸入

華人和印度契約勞工。 這類“移民”現象儘管也是這一時期全球移民大潮的一部分，但與歐洲殖民

者侵略並殖民世界的移民活動完全無法同日而語。 無論是非洲黑人奴隸，還是被賣豬仔的中國或

印度契約勞工，其移民海外的過程本身是被動的，由歐洲殖民統治者所組織、操控，其命運是淒慘

的。 從地理大發現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全球性的移民趨勢從方向上來說主要是從歐洲流向全

球各個角落。 歐洲人以前狹小的生存空間倍增，侵佔了全球的人力和自然資源。 到 19 世紀初，全
球土地的三分之一被歐洲人所掌握；到 19 世紀末葉，其掌控的面積擴大到三分之二；到了第一次世

界大戰爆發前，這一份額又上升到了五分之四的高峰。④英國更是一馬當先，創立了“日不落帝國”，
成了最大贏家。 到 19 世紀初，英國攫取了全球所有土地的五分之一，控制了世界人口的四分

之一。⑤

15 世紀末 16 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以及重商主義思想的盛行，為大西洋沿岸的英國提供了史

無前例的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的機會。 當時，眾多海外地域市場都對英國商人產生了巨大的吸引

力：“歐洲市場是英國海外貿易的傳統市場，是英國最主要的紡織品出口、再出口和進口市場；美洲

市場則是一片全新的熱土，但其可以為英國獲得蔗糖、棉花、煙葉等歐洲無法生產的物資，成為英國

重要的原材料基地。 而非洲市場的開拓則與美洲市場的發展息息相關，隨著奴隸貿易的興盛，逐漸

形成歐洲、美洲和非洲的三角貿易圈。”⑥海外貿易的發展過程中還伴隨著英國人對當地土著的掠

奪、驅趕和屠殺，一直在暴力和鮮血中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 接下來，英殖民者開始將目光轉向

東方，開啟了對亞洲的殖民擴張歷史，而印度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站。
最早到達印度的歐洲殖民者是開闢新航路的葡萄牙人。 1498 年 5 月，瓦斯科·達·伽馬

（Vasco da Gama） 率領其遠航船隊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南部瀕臨阿拉伯海的卡里庫特

（Calicut）。⑦他們在印度沿海建立據點，進行海上劫掠和殖民性貿易，稱霸印度洋。 荷蘭人、英國人

和法國人接踵而至，在印度展開了爭奪殖民優勢的鬥爭，最終由英國勝出。 葡萄牙人、荷蘭人和法

國人在印巴次大陸的勢力一度也都很大，也控制有大片的殖民地，但他們在後來的利益爭鬥中相繼

敗落。 葡萄牙人在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到來之前就已經在印度經營了將近一個世紀，但後來卻

被荷蘭人和印度人不斷打敗。 到了 17 世紀 40 年代，它在印度的殖民地幾乎全部落入荷蘭人手中，
只在印度的西海岸（沿阿拉伯海）保留有三塊殖民地：面積較大的果阿（Goa）、達曼（Daman）和第

烏（Diu）。⑧隨後，英國人又驅逐了荷蘭人。 荷蘭人在敗給英國人之後，在 1781 年徹底退出了印巴

次大陸。⑨法國人被英國人擊敗並驅逐後，雖然完全放棄了與英國在印巴次大陸的進一步角逐，卻
一直在印度南部保留有四塊很小的殖民地：龐地且里（Pondicherry，亦譯本地治理）、加里加爾

（Karikal）、亞南（Yanam）和馬埃（Mahe）。 英國在南亞打敗法國之後，通過 1763 年的《巴黎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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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了兩國之間在印度相安無事及法國對龐地且里等四地的擁有權。⑩印度獨立之後，政府通過外

交途徑或武力，分別於 1954 年和 1961 年收回了法國人和葡萄牙人擁有的那些零星的殖民地。 其

中，果阿變成了一個邦（幾乎是面積最小的一個邦），而龐地且里等四處前法國人的殖民地則成了

直屬於名為龐地且里的中央的特別行政區。 達曼和第烏也變成了單獨的中央直轄區（不屬於龐地

且里管轄）。 這樣，“英國在鞏固和擴大其在印殖民統治方面再無掣肘之憂”。

英國人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對印度進行殖民征服，而是通過貿易建立了立足點，然後訴諸武力，
建立其殖民帝國。 1600 年英國一個外貿公司———東印度公司註冊成立，並逐漸由一個商業貿易企

業變成了一個商業、政治、軍事、司法四合一的強權，逐漸蠶食次大陸，最後控制了印度。 正如德國

歷史學家所觀察到的：“一家貿易公司取得一個龐大的帝國當然是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東印度

公司先在馬德拉斯、孟買和加爾各答建立殖民點，然後不斷擴大地盤，通過發動有限戰爭，獲得治

權，逐漸讓地方政府和莫臥兒皇室屈服，成為次大陸的真正統治者。 開始階段，東印度公司的目標

主要是利潤，而非領土。 但由於英國人過於貪婪，導致與印度人摩擦不斷，最後爆發了大規模的衝

突，武裝征服成了一個必然的選項，以至於領土的攫取與擴張成了沒有界限的目標。“從 1757 年

普拉西戰役標誌著印度開始淪為英國殖民地到 1849 年英國人吞併旁遮普，大英殖民者用了近一個

世紀的時間完成了對印度的征服，形成了龐大的英印帝國。”1857 年東印度公司的殖民軍隊中的

印度士兵發生嘩變，英國政府才在次年直接接管了對印度的殖民統治，直到 1947 年結束。
英國殖民者從印度吞食的巨額財富，加快了工業革命的進程，推動了商業、航海業、金融業等的

全面升級，這時的印度已成為滋養英國經濟的最大海外供血庫：“在英國統治印度期間，印度先是

作為商業資本掠奪的對象，成為英國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來源地；後成為工業資本剝削的對象，成
為英國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最後又成為壟斷資本統治的對象，成為英國重要的資本輸出的

場所。”

歷史上，對於英國在海外的殖民帝國而言，印度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英國在海外的殖民統治能否維持，印度所起的作用不亞於英國本土。 有英國學者指出，“依靠印度

人是英國統治術的創新”。 事實上，英國本土的工業發展和海外的殖民掠奪及殖民帝國的擴大，如
果缺乏印度的支持，將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英國人對印度的征服不但獲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這
筆財富轉化為英國本土工業發展的非常重要的資本），而且獲得了一個巨大的人力資源庫。 英國

人在財政、資本、兵源、物資和原材料、勞動力等方面對印度的依賴是巨大的。 英國人早期的殖民中

心孟加拉地區土地肥沃，資源豐富，人口眾多，超過 4 千萬人口，是英國本土人口的 4 倍以上。蠶

食並最終征服印巴次大陸，英國人靠的是印度本土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在其他地區殖民擴張及

統治，印度同樣提供了相同的資助。 在東方，英國人正是依靠印度，不斷地蠶食周邊，進而控制了東

南亞、非洲、大洋州、中亞、中東，然後威脅中國。 正如中國學者所指出的：“征服印度，建立龐大的

英印帝國以後，英國在東方就有了擴大侵略的基地。 在侵略中國、東南亞、伊朗、阿富汗的戰爭中，
印度這塊殖民地在補充人力和物力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英國毒害中國人的鴉片貿易，也是以印

度為根據地來進行的。”英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也正是印度。 不論是它對中國西藏、雲南、貴州等

地的滲透、蠶食和侵略，還是通過海路對中國進行的鴉片貿易，以及隨後在中國沿海發動的兩次鴉

片戰爭和後來對中國的侵略，都是以印度為依托進行的。 印度是英國侵略中國和印度周邊地區的

財政支持和兵源支持。 英國殖民軍中印度兵的規模也相當龐大。 它不僅僅被用來維持英國對印度

的殖民統治，還用以維持印度之外的殖民統治和對外擴張。 東印度公司在用兵印度後的短短幾十

191



年裡，控制了印度全境，特別是土地肥沃和人口眾多的旁遮普平原。 “這個地區變成了英屬印度的

糧倉和英印軍隊的首要兵源地。”英國侵略中國，無論是在陸路還是海路，印度兵都佔大多數。 在

英國人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中有印度兵的影子；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和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時，印度

兵也曾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對中國人民欠下了血債。 有研究香港印度人的學者聲稱：“1841 年 1

月 26 日，英殖民者侵佔香港時，在場見證這一歷史時刻的就有 4 名印度商人和 2,700 名印度

士兵。”

中英鴉片戰爭從一開始就與印度人有關。 他們可以說全程參與。 除了販賣鴉片生意及士兵參

戰之外，印度人隨後也作為警察和僱員出現在上海、武漢、廣州等英租界和英佔香港的土地上。 其

後不乏商人從事鴉片與棉花貿易。 曾幾何時，在中國上海、武漢、廣州的英租界裡，印度人到處可

見，以其“紅頭阿三”的非正面綽號為中國人所熟知。 據印度學者研究：“到 20 世紀 30 年代早期，
（在華）印度人總數估計大約有 1 萬人，其中 5,000 人在香港，3,000 ～ 4,000 人在上海和華東其他城

市，另有 1,000 人在新疆。”在此期間，估計在西藏，尤其是拉薩，也有一定數量的印度人生活在那

裡（目前尚未見到準確的數據）。 中國革命的勝利，導致外國勢力消退，印度人也隨之退出了中國

大陸，但其在香港的人口不減反增。 當前在港印度人約有 5 萬人。這只是保守估計數字，如果計

入一些非法滯留者或難民，總數目遠不止此。 他們主要是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產物，或者說是英國

殖民統治帶來的移民現象。 在港印度移民從一開始就與英國殖民者的利益相關聯，作為後者的政

治和軍事工具，慢慢積累起龐大的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分享著殖民地的既得利益。 他們一直是大

英帝國最忠誠的臣民和幫兇，成為早期香港殖民地的受益者和維護者。

二、英國的海外擴張與印度海外移民

有研究者宣稱：“英殖民帝國幾乎捲入了近代以來所有的重大戰事，所以印度士兵的犧牲和印

度本土的付出至關重要。”印度兵是英國殖民當局利用印度人力資源的一個方面；輸出海外勞工

是它利用印度人力資源的另一個方面。 在歷史上，國際性契約勞工以印度最多，而且在全球分布最

廣。 印度在人力資源方面對英殖民帝國的重要性，不亞於物質資源和財政方面的支持。 受葡萄牙

人販賣中國契約勞工到古巴等地（俗稱賣豬仔）的影響，英國人也開始以契約勞工的形式，將印度

人販賣到他們在加勒比海地區、東南亞、非洲和印度洋諸島的殖民地，支撐其種植園經濟。從另一

個角度來說，英國殖民者為了強化統治和剝削而實施的各項政策，則進一步瓦解了印度農業和手工

業密切結合的封建自然經濟，擠垮了有一定發展水平的傳統手工業和製造業，破壞了原有生產力，
使無數手工業者失去謀生手段。 加上饑荒頻繁，許多人無以為生，流離失所，開始將眼光投往海外

另謀出路。這一切，夾雜其他因素的影響，開啟了印度人大規模移民海外的歷程。 這也是契約勞

工能夠大規模徵用的基礎。 當然，加入英國殖民機構的軍隊和警察隊伍，更是一種較佳的選擇或出

路。 除此之外，還有罪犯流放的方式等。
1. 印度軍警

從一開始，東印度公司就僱用印度土著（包括土邦王公的軍隊）為其殖民征服服務，“用印度出

錢豢養的印度人軍隊來奴役印度”。 歸屬印度封建王公的印度軍隊實質上聽命於歐洲軍官，服務

於英國人的利益。 英國人沿著恒河前進，對於次大陸的控制權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土著軍隊則

在整個過程中起到了掃清障礙的作用。 後來，英國人建立了自己的常備軍———英印軍（British

Indian Army），其規模逐漸擴大，形成了它的軍警體系和行政管理體系。 正是靠這支軍隊，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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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了其在印度二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並外派征戰四方，到處擴張。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印度人作

為軍人、警察和低級文職人員，與其家屬在海外形成了一種顯著的移民存在。
這支軍隊在英國人征服印巴次大陸過程中所發動的戰爭，此處不再羅列，其無可替代的關鍵作

用也毋庸贅言。 現對其海外征戰的戰例略作枚舉：“1795 年協助英國完成對香料貿易的壟斷和香

料產地—馬魯古群島的控制；在 1800 年至 1801 年英國入侵埃及的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1810 年

英帝國派遣成千上萬的印度兵奪取了毛里求斯的統治權，緊跟著 1811 年又佔領爪哇島。”到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印軍已膨脹到一個驚人的規模，總人數達 250 多萬，戰線東起香港，西至意大

利。 從馬來半島和緬甸的沼澤和叢林，到北非的沙質沙漠和意大利中部的山區。在印度擺脫英國

殖民統治的鬥爭達到最高潮時，這些印度士兵正在為英國政府賣命，護衛英殖民帝國的利益。
經歷了亞非兩地英屬殖民地的殘酷戰爭後，很多倖存者在軍隊解散後都選擇了在海外落地生

根，不再返回印度。 “比如迪安·穆罕默德。 他出生於比哈爾邦的巴特那，曾在孟加拉軍隊中服役

15 年，退役後於 18 世紀末移民愛爾蘭。 他集企業家、旅行家和外科醫生多重身份於一身。”他在

英國開設了第一家印度餐館，兩個世紀後，這種以茴香、香菜、生薑、辣椒等為佐料的菜肴依然挑動

著英國人的味蕾；1794 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處女作《穆罕默德遊記》，成為第一個撰寫英文書籍的印

度人。 他還是將印度藥浴式桑拿引入英國的先行者，喬治四世和威廉四世國王都曾是他的客戶，因
此他也被視作退役印度軍人移民到愛爾蘭和英國的成功典範。

2. 罪犯移民

另一段鮮為人知的印度海外移民史，源自 18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中葉期間英屬印度將罪犯轉移

到其在東南亞和印度洋上的海外殖民地。 據載：“東印度公司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個罪犯流放地位

於明古魯省，地處蘇門答臘島的西南方沿岸（1787⁃1825），安達曼群島（1793⁃96，1858⁃1945），英屬

海峽殖民地的檳城（1790⁃1860），新加坡和馬六甲（1825⁃73），英屬毛里求斯（1815⁃53）以及緬甸的

若干地區和丹那沙林（1828⁃62）隨後也相繼新闢為流放地。”

據信，每年有多達 6 艘運輸船從馬德拉斯、孟買和孟加拉地區出發，隨船遣運犯民的數量從 12

人到 200 人不等。 然而由於缺乏歷史記載，印度洋上運輸罪犯的總數難以量化。 根據有限的官方

數據，可粗略作出如下推算：1825 年前，東印度公司向明古魯省遣囚大約 2,000 餘人；之後又將孟加

拉省內逾 300 名罪犯移送至安達曼群島；在 1815 年至 1837 年間，又有大約 1,500 名罪犯從孟加拉

和孟買管轄區港口起程前往毛里求斯，開始海外流放的漫漫遠航。 部分學者估計英屬海峽殖民地

總共從英屬印度三省接收了 15,000 名罪犯；而另一官方統計則將這個數目提高至 25,000 人，因為

截至 1858 年，就有 16,000 名罪犯流放到新加坡。 基於航運的記錄，緬甸諸省接收的囚犯數目則為

7,000 至 10,000 人左右。 而安達曼群島，這個印度洋上的蠻荒之地，流放罪犯的數目不詳，可以肯

定的是，1857 年印度民族起義後，至少 4,000 名囚犯被遣送至此。同時，直到二戰前夕，英屬印度

一直源源不斷向此地輸送罪犯，日積月累，安達曼接收的囚犯數目至少相當於東南亞接收的總和。
據載，幾乎所有被遣送罪犯都是男性，因謀殺、搶劫等被判終身監禁；女犯數目僅佔總人數的不

到 10% ，所犯罪行多為謀殺或殺嬰。 還有一些是參與 1857 年反英鬥爭的印度兵或其他性質的政

治犯。 罪犯來自印度的各個地區且社會經濟背景迥異，但絕大多數屬於孟加拉地區貧困的印度

教徒。

在多數英國殖民統治者眼中，流放是比死刑更殘酷的懲罰。 印度社會相對封閉，不願接觸外部

的世界，因此跨越環繞印度半島的“黑水”被視為禁忌，會影響種姓的純潔性。 流放海外也被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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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處和遏制犯罪的有力武器。 同時，罪犯流放制一方面滿足了國內要求，即緩解了犯罪率居高不

下、監獄人滿為患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為開拓海外殖民地提供了廉價和易於控制的勞動力。 因

此，這些犯民都是當年殖民地的開拓者，從事開荒耕地、採石伐木、搬運清理、蓋房鋪路等基礎設施

的建設，功不可沒。 他們當年修建的部分建築保存至今，成為城市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比如新加

坡最有宗教影響的聖安德烈教堂和雄偉輝煌的總統府的落成，都包含了印度籍犯人的心血和汗水。
另外，許多具有專業知識技術的罪犯則從事製磚、紡織、園藝、印刷等工作，以發揮其一技之長。

與大部分的印度國內監獄不同，海外殖民地的管理者認為服刑之地也是救贖之地，罪犯也能改

過自新。 因此，在保證流放制度正常運行的前提下，當局對罪犯採取寬嚴相濟的政策。 犯人根據刑

期、服刑長短和行為表現劃分等級，表現良好的可以得到賞錢或成為負責其他罪犯的管理者，甚至

有機會重獲自由（假釋或緩刑），這些舉措是對犯人洗心革面的最佳激勵。 而屢教不改者，則採取

降級鞭撻、手鐐腳銬、從事艱辛勞作等處罰。
然而，1857 年的印度反英民族大起義之後，新加坡的歐洲居民開始將流放犯視作安全威脅，並

拒絕接收任何叛變士兵（Mutineer）。 而隨著安達曼群島被開闢為新的罪犯流放地，輸往東南亞的

罪犯流放制在 1860 年被廢除。 1873 年，馬六甲海峽和緬甸的罪犯流放制也被廢除。 1859 年前，刑
滿犯人無法返回印度，故多數融入當地社區，與本地婦女通婚，落地生根。 有學者發現，在海峽殖民

地，很多獲釋犯人形成了人數浩大的爪威北干人（ Jawi Pekan），即印度人和馬來人的混血後代，在
當地社會產生深遠影響。 安達曼群島的情況有所不同，刑滿釋放的犯人與當地土著鮮有溝通，自成

一派，自給自足，而他們的後代則成為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3. 契約勞工

最大規模的一類印度海外移民屬於勞務輸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契約勞工。 其興起主要受兩

股力量的推動：一是 1833 年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度廢除後，英帝國海外殖民地的種植園經濟出現勞

動力短缺情況。 例如 16 世紀開始，東南亞很多國家相繼淪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而這些殖民地在

早期開發過程中，由於地廣人稀，英殖民者便將眼光投向鄰近的人口大國———印度。 那裡不僅勞動

力豐富，而且人的勞動技能和綜合素質較高，加上英國當時是印度的宗主國，控制和操縱印度移民

比起其他非英屬殖民地的勞工更為容易。 而從英屬印度向東南亞英國殖民地輸送勞動力，其實是

一舉兩得的做法，一方面可以緩解印度國內不斷加劇的人口壓力和日漸激化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

盾，另一方面可為東南亞殖民地提供充足的勞動力。 二是替補方案“學徒制度”的失敗。 種植園主

試圖招收曾是奴隸的勞工為學徒，但這些重獲自由的工人擁有了較強的法律和自我保護意識，拒絕

再次出賣勞力。 為了填補勞動力的“真空”，“英帝國從印度北部內陸、東部沿海等地招募近 1,500

萬印度人，運往英屬海外殖民地，遠至納塔爾、毛里求斯、圭亞那、特立尼達、蘇里南和斐濟，來頂替

以前的奴隸，充當甘蔗種植園勞工。 近的地方則是去東南亞的馬來半島、斯里蘭卡等地種植茶葉、
胡椒、咖啡、橡膠、油棕，開採錫礦和伐木修路。”其身份是契約勞工，俗稱苦力（Coolie）或豬仔，他
們都是充當廉價勞動力並從屬於英國殖民者的利益，具有殖民地移民的典型特徵。

關於契約勞工的來源，早期主要是來自印度馬德拉斯地區的泰米爾人或者孟加拉國東部地區

的印度人，後期則以印度北方邦恒河平原地帶的農民為主。 也就是說，契約勞工從開始主要來自南

印度的沿海地區，後來才以北印度勞工為主。 他們被輸送到南非、毛里求斯、斐濟、特立尼達、圭亞

那和牙買加等英國殖民地以緩解勞力短缺。 也有大批劳工前往瓜德羅普島、馬提尼島等法屬殖民

地和荷蘭殖民地蘇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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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勞工制度是一種規模龐大但缺陷累累的勞務實踐，但它的獨特性又使之與其他移民族群

如華工區分開來。 起初契約勞工完全由英印政府所壟斷，整套系統歸屬官方制定監管。 “應聘者

多為年齡介乎 20 到 25 歲之間的年輕男性，他們需要簽訂一份最低 5 年的契約合同。 合同中明確

告知了殖民地的工作環境、工時和薪酬待遇（勞工們每週工作 5 天半，成年男性工資為 12 便士，女
性稍低為 9 便士），合同也規定僱主有義務為勞工提供住宅、醫療設施和衛生措施。”政府還反復重

申，印度勞工享有與當地居民同等的權利，所有殖民地需分別向印度政府和印度駐倫敦辦事處提交

年度報告；勞工受到的不平等對待一經曝光，印方會直接干涉調解。 另外，契約許諾向在殖民地工

作 10 年以上的印籍勞工提供回鄉旅費；不回鄉的可以贈送一塊土地作為回報。 工作 5 年以上的可

選擇自費回國，因此部分勞工選擇了返鄉。 在斐濟，6 萬勞工中近 2/3 在合約期滿後，懷著對新生

活、新機遇的希望選擇留下。

契約勞工制度的另一特點是為了防止社會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印度政府的外僑政策中沒有限

制婦孺的移入。 1870 年後，印方將男女比例固定為 100:40。儘管殖民地當局抱怨女性勞工會帶來

額外開支而將其視作負擔，印度政府始終態度堅定。 實際上，女性勞工的湧入，有助於在英帝國的

海外殖民地上建立起文化與種族更加趨於穩固的印度人社群。
儘管印度政府有意保護勞工權益，並通過撰寫勞工法典提供法律保障，實際執行力度卻遠遠不

夠，契約勞工可被視作偽裝的現代版奴隸制度，無論是合約的簽訂或者權利義務的規定，都具有強

烈的不合理性和欺騙性。 “這些勞工可能因為任何違反契約的行為而承擔刑事責任。 例如，他們

很可能因為對主人的一個不禮貌的手勢或一句言辭而被投入監獄，從事更為艱辛卻無償的勞

作。”因此，印度勞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通常得不到充分關注，處境淒慘，常受壓迫。 這些印度人

在背井離鄉的旅途中已備受各種疾病肆虐的煎熬，其中的倖存者又發現新居地迎接他們的是非人

的高強度勞作、惡劣的工作生活環境以及微薄的薪水。 看不到希望的職業和黯淡的未來，導致許多

印度勞工將所剩不多的積蓄揮霍於花天酒地上，在當地人眼中留下品行不佳的印象。 在英國殖民

統治下，這些印度契約勞工似乎難以逃脫宿命的輪迴。總體而言，契約勞工所受的待遇只比遭販

賣的非洲奴隸略強，都是被剝削、被壓迫、被欺凌的犧牲品，因而可被視作印度海外移民史上最黑暗

的一頁。 但當年選擇留下的契約勞工的後人已經完全融入當地社會，身份地位與祖輩大相徑庭。

三、自由移民

“殖民時期的印度海外移民不僅基本構成了現在海外印度移民的全球版圖分布，更形成了四

通八達的全球印裔商業網絡，為當今海外印度人經濟實力的崛起鋪墊了必要的基礎。”除了這些

契約勞工外，還有一批自由人身份的印度人，他們滿懷躊躇，前往世界各地的英屬殖民地，嘗試改善

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條件。 這些人多是些小商販、工匠、小業主、文員、商人和其他職業人士，他們的

移民過程及當時的社會待遇，比第一批移民海外的印度契約勞工略強。 與契約勞工不同，他們是自

由移民，掌握更廣闊的人脈和豐富的信息，持有一定的啟動資金，善於觀察和把握市場商機，借此提

高自己的經濟實力和累積財富。 這類不受合同約束的自由移民，一般是來自印度南方的商人和專

業技術人員。 他們以香港、緬甸、檳榔嶼、東非、南非、亞丁和西亞沿海地區為基地，建立自己的商業

網絡，開展各種商貿活動，將生意圈擴大到歐美許多國家。

根據海外印度人事務部（MOIA）統計，雖然五大洲基本上都有海外印度人的分布，但在各洲的

分布是不均衡的，“亞洲實際上是海外印度人分布最多的洲”，這主要是由於殖民時期，由殖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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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販賣到東南亞的契約勞工和印度獨立後前往海灣國家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工數量巨大所致。 中國

與印度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友誼和文化聯繫。 早在漢朝時期，已有印度商人在今雲南境內生活。
然而，20 世紀 30～40 年代，中國內憂外患，戰亂頻仍，中國大陸的印度移民幾乎全部遠走他鄉，難覓

蹤影，而部分扎根於香港的印度移民則作為一支特殊的群體保留了下來。 近年來，隨著中印兩國文

化交流和商貿往來的不斷加深，越來越多持旅遊簽證或商務簽證的印度人湧入中國大陸，但在當地

定居的人數並沒有大幅度的增加，並且主要集中在一些沿海開放城市如廣州等地。 而香港印度人

的數量則仍在攀升。
研究者發現：“南印度上等種姓的商人（如古吉拉特珠寶商）和專業技術人員（如馬德拉斯家庭

教師）的遷移是較為自由、自願的。 對這些移民而言，外部世界更寬廣的發展天地和更多的創業機

會能讓他們跳出當時狹窄的制度空間，實現自身人力資本增值，獨自成就一番事業。 他們為來源地

與外部世界的商業交往搭建了橋樑，使古吉拉特、馬德拉斯等一度成為印度對外商貿關係的重要基

地，並為印度近代工商業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的商業資本。”

在這類自由移民群體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來自泰米爾納德邦的雀替爾人（Chettiar，放債者），屬
於南印度人群體，自 1830 年開始大規模遷移至馬來亞、緬甸、英屬海峽殖民地、暹羅、爪哇、印度支

那半島、蘇門答臘北部等地。 他們主要從事商業借貸和金融業務。 當時雀替爾人提供的信貸服務

意義重大，原因是 19 世紀初，現代銀行或農村合作社尚未出現，限制了一些經濟實體的發展，僅有

的幾家歐洲銀行只是選擇性地發放貸款來保證資金流動，於是雀替爾人就開始為那些急需資金但

無法提供擔保的中小型企業提供借貸業務。 雀替爾人最擅長的是農業信貸。 當時緬甸伊洛瓦底江

三角洲地區的農業開發，導致下緬甸的水稻田面積從 1852 年的 60 萬英畝拓展到 1930 年的 990 萬

英畝。 精明的雀替爾人將從英國銀行獲得的低息貸款，轉手向緬甸農民發放高利貸。 相關資料顯

示，“鼎盛時期雀替爾人的信貸辦事處多達 1,600 多處；而緬甸農民所欠的債務高達 5 億至 6 億盧

比。 雀替爾人借此乘機壟斷了緬甸南部最好的稻田。 1936 年，其掌握的土地約佔全緬土地的

25% 。”不久，隨著東南亞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相互聯繫的日益緊密，雀替爾人又負責起緬甸、馬來

亞、錫蘭等地區農場主的融資業務，主要涉及馬德拉斯管轄內的大米、茶葉、錫金屬等農產品和商品

貿易，並很快在新興的種植園經濟中佔領一席之地。 在 19 世紀 80 年代，雀替爾人又利用與歐洲銀

行、雀替爾人管理的印度帝國銀行以及印度海外銀行的關係，為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土地交易提供融

資。 雀替爾人並不局限於信貸，他們還積極投身印度洋的進出口貿易，比如緬甸地區的雀替爾人專

門從事大米和木材貿易。 長此以往，雀替爾人建立的廣泛的、複雜的金融貿易網絡就在東南亞地區

逐漸成熟起來。
而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商人、科賈人（Khojas）、博拉人（Bohras）對東南亞的經濟影響也十

分深遠（科賈和博拉在當地語中都有“貿易者”的意思，是印度擅長經商的貿易族群）。 他們從事的

行業涵蓋了紡織、大米、鑽石、家電等。 1930 年全球經濟大蕭條前，博拉商人幾乎壟斷了緬甸和印

尼兩地的原糖出口；而在新加坡，博拉人主要居住在阿拉伯街，起初他們只將新加坡作為古吉拉特

邦和中南半島之間貿易往來的中轉地，用印度運來的肥皂、液體奶油、棉花等交換中國的香料、黃
金、瓷器、絲綢等。 久而久之，中轉站變成居留地，博拉商人開始定居在新加坡，進行紡織、珠寶、香
料等進出口貿易。

另一個成功的貿易群體是信德人。 19 世紀末的信德人移民數量並不驚人，但 20 世紀中期後

發展成為一股強大的移民潮，1947 年的印巴分治更是直接的推動力。 他們廣泛加入東南亞紡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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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的競爭，“主要負責從中國、印度和日本進口紡織品再出口到印尼、馬來西亞和印度支那半

島”。 他們幾乎壟斷了區域重要商業中心的紡織品貿易。
與前面提及的契約勞工相比，這些自由人身份的印度移民在財力、能力方面都佔有優勢，而且

往往都有一技之長，因此，他們的海外發展之路更為平坦和順利。 在祖輩成功的基礎上，他們的後

代也大多能夠躋身中產階級行列，經濟情況得到改善，生活相對穩定富足。
當然，印度移民是個內部差異性很大的異質性群體。 經濟因素依然是移民背後的最大驅動力，

但國家的選擇卻包含了眾多考慮：旅費、重拾舊業的幾率、與母國的距離、當地原有移民的種姓和籍

貫、關於移民地的信息掌握程度等。 因此，縱觀全球版圖即不難發現，大部分移民英屬海峽殖民地

和南非的契約勞工，是分別來自印度泰米爾納德邦和古吉拉特邦的無地農民；而瑙薩里和古吉拉特

邦附近區域的農民由於被逐出世代耕種的土地，流離失所，於是心存希望奔赴斐濟和新西蘭一帶定

居，渴望重新獲得土地所有權。 旁遮普人則遊走四方，分布在世界各地。 他們中有一技之長的落戶

在東南亞、中非和西非一帶，從事工匠、手工藝人、技師等職業；而無一技之長的則多數前往英屬海

峽殖民地和中國沿海各大通商口岸，從事力役和低收入的工作如門衛、保安等。 來自旁遮普富饒的

耕作地的人，則到經濟發達的加拿大和美國加州地區。 放貸者雀替爾人的經營區域則集中在緬甸

和馬來亞。 此外，來自奧里薩邦、比哈爾邦、北方邦、孟加拉的部分失地農民開始移居緬甸，另一部

分依托政府就地落戶印度洋島國如毛里求斯並在當地的農場工作。 而頗具頭腦的巴斯人、伊斯瑪

儀派穆斯林教徒和信德人等組成的貿易群體，則走遍了英殖民版圖的每一個角落，積極尋找自由貿

易的商機。

這裡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作為英殖民政策的產物，穆斯林在這些商人和專業技術人員中間

所佔比例非常高。 “因為英國人在完全廢除了莫臥儿帝國架構後，一直竭力壓抑原先作為統治階

層的穆斯林，故意抬高印度教徒，使大批原先地位較高、有一定文化水平和財富積累的穆斯林成了

遭到廢黜的沒落貴族。”

印度以種姓制度聞名世界，其中被稱為“賤民”的“不可接觸者”更是境遇悲慘。 他們也在移民

海外的行列之中。 而作為“不可接觸者”的“賤民”，他們在海外擺脫了這一屈辱的身份，回國後更

對原先腐朽的種姓制度深惡痛絕，下定決心去打破這種社會階層意識，從而對撼動印度本土的種姓

禁錮產生了重要作用。 殖民時期的印度官員也紛紛表示這種海外移民行為對較低種姓階層影響深

遠。 因為他們經過數年的海外磨練後，既可以積累一定的財富回國購置房產或土地，又能夠打破階

級限制，培養平等和獨立意識，並使自尊心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 這種難得的移民經歷，使這一群

體接受了具有工業化色彩的工作方式和職業訓練，極大調動了他們的能動性和創新性，從而培養出

一批具有近代意義的勞動力。 這對印度 19 世紀末以來的工商業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此

外，殖民時期的印度移民還是印度宗教文化的傳播者和國家利益的捍衛者。 前者集中體現在印度

移民每到一處都會興建寺廟，如今印度教、伊斯蘭教和錫克教大大小小的寺廟遍布全球很多角落，
成為傳播印度傳統宗教文化的先行軍；後者則是因為在印度獨立之前，海外移民一度為本國民族解

放運動奔走呼籲，成為最堅強的支柱，比如他們在南非的影響。 1893 年，甘地抵達原英國殖民地南

非，在那裡工作和戰鬥了 21 年（1893～1914）。 他在領導印度人爭取平等權的鬥爭中贏得了極高的

聲譽，獲得了南非人民的尊重。 他的鬥爭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後來南非國大黨的精神先驅，也
為印度本土即將採取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進行了實驗與準備。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南非可

以算作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重要後方。 印度與南非之間這種傳統友誼延續至今，尤其在印度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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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與南非國大黨之間。 這也成為印度與南非雙邊關係發展中的重要動力。

四、結語

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印度的人力資源被大力徵調或借用，大批印度人也隨之走向世界，構成

了今日海外印度人分布的基本版圖。 印度人移民海外的方式包括印度軍警、罪犯移民、契約勞工和

自由移民四種模式。 這四類人構成了印度殖民地時期的移民主體，同時也是當前海外印度人的主

體。 隨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獨立以及英國殖民體系的解體，大批生活在海外的印度人返回故土，開
始新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印度人選擇留在海外，如香港的印度人。 這批海外印度人作為獨立的存

在，所積蓄的力量正在壯大，並成為今日印度可資利用的財富或資源。 有學者指出：“多達 2,800 多

萬的殖民地時期移民分布到了全球各地，這無論對當時的殖民當局，還是對獨立後的印度，都是一

筆難以計量的巨大海外資產。”近年來，印度的海外移民數量和影響力不斷提升，其經濟實力和國

際影響力均與海外華人不相上下，有些方面已有超越。 對其海外移民，印度在資金、技術和人才方

面都有極大的期望，並形成了一定的依賴。 近年來，在借力海外印度人方面，印度政府採取了不少

新措施，政策和法律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可謂力度極大，效果顯著。 在不遠的將來，海外印度人對印

度發展和崛起方面的決定作用會不斷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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